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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僊花寺紀念利瑪竇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統

*雷強，廣州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在廣東肇慶建一座紀念館，紀念利瑪竇在歷史上開拓中西文化交流的偉大貢獻，已經在多個歷史、

文化研討會上提出過，已不是甚麼新鮮事兒。但因為別的甚麼原因，社會上一直未見有實質性的回應。

我認為在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穩步上昇、綜合國力顯著上揚、我國社會政通人和百業

俱興的大好局面下，排除一些障礙在肇慶建館紀念利瑪竇，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精神，應該是時候了。

們來說，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效實用之物,確實

使大眾開了眼界，並且對多個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起

了促進作用，有的還是奠定了基礎的作用。

世界地圖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利瑪竇在教堂中廳

懸掛他帶來的〈萬國輿圖〉（西文世界地圖），是最

早傳入我國的世界地圖。它引起了人們特別是士大夫

們的極大興趣。它與當時中國的世界地圖《天下總

圖》（當時的“廣輿圖”、“輿圖志”統稱為“天下

總圖”）大不相同。中國過去因為地大，自稱“中央

之國”，把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央，周圍畫一些已知

小國和一些海島，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省大。所

謂的“世界”僅限於中國的十五個省，既沒有經緯

線，也沒有地帶劃分。國人對比西文地圖，聽了利

氏對西圖的介紹分析，才知道世界之大，國家之

多，中國祇佔世界東方部分的一個小角，使人們第

一次看到整個地球的面貌，知道地球表面有五大

洲、子午線、經緯度和五大地帶的劃分。中國人在

這個時候才開始睜開眼睛看地球。王泮十分贊賞這

張西文世界地圖，要求利瑪竇將該圖譯製，將中國

放在圖的中央，並加上中文說明。利氏高興地照辦

了。他作了一些技術處理：“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

子午線，在地圖的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

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意大利人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受該會派遣於

1583年從澳門來肇慶傳教。在肇慶六年，他以為我

國人民崇尚佛教，自已削髮剃鬚披袈沙，自稱“西

僧”，以便接近群眾，易於傳教。他利用從西方帶

來的各種器物如自鳴鐘、地球儀、世界地圖、三稜

鏡、望遠鏡、日晷和各種精裝西文圖書等於臨時住處

展示，並且向群眾講解，宣揚西方近代科學知識。他

着重依靠對他有好感的各級地方官員的保護和支持，

得以在肇慶居留下來。他主持建造了中國第一所教堂

　   僊花寺。在肇慶，他得到知府王泮的幫助，覓

地建教堂兼居所，還給教堂題名為“僊花寺”。王泮

還送來親手書寫打造的匾牌掛在教堂門上，並喻知

居民不得干擾。在肇慶及以後在韶州、南昌、南京

以至北京，利瑪竇著書立說，介紹及應用西方一系

列科學技術知識，撰寫教理。利瑪竇以科學傳教打

開中國人的視野、增進新的知識技術，造福中國社

會，也使他聲名昭著，有助於他的傳教活動，進而

得到朝野贊譽及皇帝的重用。

在利瑪竇從西方帶來的各種器物中，雖都不是當

時西方最新、最尖端的科技成就，但對於當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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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中央。”（1）該圖於 1584年 10月完成，名叫

“山海輿地全圖”。王泮叫人刻印，作為禮品分送其

省內外的要人和朋友。利瑪竇後來於 1595 年修改

之，在蘇州、南京、北京等地多次重版，祇在南京

便翻刻印製了十二次之多，廣為流傳。（2）利氏入北

京後為配合神宗心意，測量了南京、杭州、北京、

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別繪製了〈坤輿萬國全圖〉，

將中國畫在中央，並按地球經緯度製作，將世界五

大洲和五帶的地理科學知識詳加介紹給中國，此即

為中國近代世界地圖之始。（3）

1602年耶穌會士湯若望繼利氏帶來的望遠鏡和

自鳴鐘之後，又帶來新式望遠鏡，並於 1626年用中

文著《遠鏡說》一書，詳細介紹望遠鏡的原理、性能

和製作工藝，此為近代光學傳入中國之始。自鳴鐘

自肇慶傳入中國之後，近代機械技術傳入廣州，廣

州工匠即按利氏原理仿造自鳴鐘。 1627年由耶穌會

士鄧玉函口授，王徵筆錄著《遠西奇器圖說錄》，在

北京出版發行。此為我國介紹近代物理學知識的第

一本著作。（4）

利氏運用上述帶來的世界地圖、望遠鏡、三稜

鏡、日晷等器物的使用，向人們介紹了天文科學知

識，是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之始。後又於1605年翻譯

出版了天文學專著《乾坤體義》。此書上卷、中卷談

及日月地三者關係及“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

球”，以及“日球大於地球，地球大於月球”之科學知

識。利氏還著《經天略》一書，將西方已測定的諸恆星

編成歌曲，便於中國民眾背誦掌握。繼利氏之後，李之

藻著《渾蓋通憲圖說》一書，具體介紹了“地圓”、“地

動”理論，使中國首次衝破傳統的“天圓地方說”。（5）

《乾坤體義》下卷皆言算術，是西方近代數學傳

入中國之始。 1607年，由利氏口授，徐光啟筆譯歐

幾里得著的《幾何原理》一書（凡六卷），向中國介

紹了西方近代數學的最基本內容知識。（6）1607年利

氏和徐光啟合譯《測量法義》一書，介紹了勾股、測

量知識。 1608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錄《同

文算指》一書，闡述比例、級數、開方等知識。其

後利氏和徐光啟合著《測量異同》、《勾股義》兩書，

詳釋三角學的知識。（7）

羅明堅與利瑪竇兩神父在肇慶期間，為了攻下漢

語難關，他們重金請來福建秀才當老師。利有學習

外語的天份，記憶力很強，多年刻苦學習，已精通

中國語言文字。他是西方第一個精通漢語的傳教

士，不但能操流利的中國語，還能用漢文譯著。他

在華二十七年中，漢文著譯共有十九種。利氏在攻

讀漢語過程中，與羅明堅合編一本《葡華字典》，名

叫《平常問答詞義》，它是我國第一部中西文字典，

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音，為中文拼音開闢一條

新途徑。在肇慶，利氏編纂第一部中文天主教教義

著作《天主實錄》，對當時傳教起了很大作用。（8）

明代中葉開始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大規模傳入，

主要是由入華耶穌會士在傳教之時同時帶來的。它是

一種主觀上傳教而客觀上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的過

程。這就是通過耶穌會會士為媒介的歷史上稱為“西

學東漸”的過程。而其中最顯著的代表莫若利氏。

不僅如此，利氏在傳教中刻苦鑽研中國典籍。他

在韶州受其學生瞿太素啟發影響，感覺到在華傳教首

先要得士大夫認同，於是破佛揚儒，脫卻僧裝，留鬚

束髮，改穿儒服，緩談“歸化”（基督），多講實學。

這是利氏在華活動的一次重大策略轉變。

其實利氏確是悉心鑽研儒家學說。祇要看他用外文

著釋儒家學說即可見一斑。 1593年，利氏在韶州把四

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譯為拉丁

文並“加寫短短的註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寄回意

大利出版。這是四書第一次全部譯為外文之始。 1620

年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把《詩》、《書》、《易》、

《禮記》、《春秋》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

利瑪竇對孔子的學說有深刻的理解。對於中國人

的禮貌孝道，他作了概括和形象的描述：“對於他

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

文有禮的基礎。”“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現，那麼

下述的情況一定可以見證世界上沒有別的民族可以

和中國人相比。孩子們在長輩面前必須側坐，椅子要

靠後；學生在老師面前也如此。孩子們總是被教導說

話要恭敬。即使非常窮的人也要努力工作來供養父母

直到送終。”“中國人比我們更尊敬老師，一個人受

教，那怕祇有一天，他也會終生都稱老師的。”（9）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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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結合在中國社會長期生活的實際，一個外國

人對孔子之道有如此深刻的體會是不可能的。利氏

在晚年用意大利文撰寫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又

稱《中國劄記》），與之合撰者之一同會比利時人尼

古拉．金尼閣，將之從意大利文譯為拉丁文版的

《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之後，各種譯本紛紛出現，計

有拉丁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

利文本。原書的英文本於 1942年出版，書名為“十

六世紀的中國 　   利瑪竇劄記， 1583-1610”，

中譯本在近年面世，書名為“利瑪竇中國劄記”，即

現在發行的 1983年版本。該書全面忠實地概述了中

國古代的政治政制、經濟、思想、地理、歷史、文

化等方面的情況及其本人的傳教活動，是一個親身

經歷的真實記錄，與那些道聽途說或是從書本上得

來的一些資料和知識實不可同日而語，而據此研究

得出的結論當然也與之迥異。明中葉隨着大批傳教

士入華傳教，耶穌會士陸續來華開展教務，西方探

究中國各個方面特別是儒家學說的研究日益增多，

形成“中學西傳”的過程，“漢學”從此興起。利瑪

竇所研究的中國是真實的中國、活生生的中國，可

以說是高品質、高水準的漢學之始，所以有人稱

“利瑪竇是漢學的開山鼻祖”。（10）

中西文化交流是雙向的，既有“西學東漸”，也

有中學西傳的過程，這兩者突出地結合在利瑪竇身

上。在歷史上，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

臺灣的方豪神父高度評價利瑪竇對於中西文化交流

所建立的功績：“利瑪竇為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第

一人。自利氏入華，迄於乾嘉厲行禁教之時止，中

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西洋近代文學、曆學、數

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

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傳入。”（11）

據史籍記載，基督教傳入中國，在明未清初利瑪

竇等耶穌會士們入華之前有過兩次。第一次是唐代

基督教聶思脫里派的傳入，被稱為景派。西安出土

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曾被明清之際的耶穌會

士考訂過，但沒有留下多少痕跡。第二次是元朝，

其統治橫跨歐亞，基督教再度傳入。馬可波羅在他

的遊記中就提到中國有基督教堂。利瑪竇也有記載說

中國在五百年之間一直有基督教的信徒（12），但沒有

甚麼突出的表現。現在所講的基督教傳入，是指明

清之際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第三次傳入的基督教。

如方豪先生所言“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利瑪

竇神父是這個時期的傑出代表。所以從中西文化交

流角度看，利瑪竇在歷史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

人，實不為過。

重建僊花寺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精神

建館紀念利瑪竇，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

統，在肇慶選有意義而又較現實的一個方案是恢復僊

花寺“原貌”。這樣會令人想起利瑪竇在肇慶開始他

的中西文化交流事業，儘管他主觀上是為了傳教而來

的，客觀上卻是開啟了嶄新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業。這

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利瑪竇之後，中西文化交

流已成為不息的洪流，利瑪竇開啟的事業是偉大的。

但在具體重建僊花寺時會碰到一些技術問題。關

於僊花寺形狀及其規模，利氏在《劄記》第四、五章

中祇講了一點，不詳細不具體，希望今後在其它資

料上去發掘。關於利氏的資料搜集及研究，廣東的

學者一直在努力進行。前幾年有羅方光在《肇慶文

史》第二輯上（1985年 10月）發表的〈利瑪竇在肇

慶〉一文，今年（2003）有司徒尚紀的《珠江文化與

史地研究》一書（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 2003年 5

月），黃啟臣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

濟出版社 2003年 5月），劉偉鏗的〈內陸海洋兩大文

明的演進與嶺南漢族三民系形成的歷史探源〉一文，

陳實〈明清時期基督教文化傳播的先驅 　   王泮〉

（《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 5月）一文，都在探索利

瑪竇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在這裡不得不談

到被利氏譽為他的保護神和依賴人的肇慶知府王

泮。在肇慶的日子裡，如果沒有官府的支持，利瑪

竇就無法立足，更不用說傳教了。甚至可以說，當

年如果沒有王泮很可能就沒有利瑪竇。現在要備齊

王泮這個為官清廉有德政的地方官員的資料是不容

易的。然而要建館，肇慶市歷史名城研究會的同仁

完全可以擔當起這個重任。不少海內外和境內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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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多次表示可以從圖書資料、經費上給以協助和

支持。 1998年利氏的故鄉意大利安柯那省的馬塞拉

塔市給肇慶市寄來一尊利氏銅像，卻被置於海關倉

庫裡，好幾個月都沒去領；後來由天主堂的李神父

將銅像領回，供在教堂側面的大廳供人瞻仰。神父

雖然沒有發出甚麼通知，但仍不時有些外國朋友前

來教堂參觀瞻仰。北京市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而建

造“中華世紀壇”，其中心世紀廳以環形浮雕群像來

展示中華文明幾千年發展史，浮雕中姓名可考的人

物不過六七十個，其中就有兩個外國人，而且都是

意大利人 　   一個是馬可波羅，另一個就是利瑪

竇。（13）在我們看來，利瑪竇開啟的事業首先不是傳

教而是擔當文化大使，利瑪竇是世界文化名人。肇慶

市政協副主席劉偉鏗先生說得好：“利瑪竇是一個世

界品牌！”我認為利氏首先是一個文化品牌，然後才

是一個旅遊品牌。對於肇慶來說，說得上旅遊的世界

品牌就不多，我們無理由將之長期擱置起來。如果紀

念館一時未及興建，我們建議可以在現在的肇慶博物

館內設一個室來作紀念，亦可當作建館的準備。

今天我們紀念利瑪竇是為了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學

習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進科學的部分，是我們

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從而增強實行對外開放的自

覺性和堅定性，表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友好相處、

平等交往的各國文化使者的肯定與友情，也顯示了

中國政府實行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尊重宗教信仰

自由的各項開明政策。（14）

歷史在前進　認識在提高

這次研討會，我之所以將一篇 2003年寫就而未

能以原題公開發表的文章提到大會上交流是有原因

的。 2003年在澳門召開了一個珠江流域西部與澳門

旅遊資源開發問題的研討會。許多澳門、外國尤其

是葡國和意大利的朋友到肇慶旅遊，都帶着懷念之

情想去看看利瑪竇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他們找了

很久，結果祇看到一小段陳舊的斷牆裂壁，多少有

點失望。在他們心中利瑪竇是個偉人，是他們的驕

傲。這使我萌發一種想法：肇慶得趕緊造一些像樣

的東西來紀念這位偉人，才對得起我們的國際友

人，應該感謝利瑪竇對開拓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

我於是便寫了這樣一篇短文；但遺憾的是，會上沒

有對此作任何反應，祇好作罷。其時亦有人勸我

說，國際政治鬥爭很複雜，利氏之名字很敏感，不

能隨便出現，勸我不要再搞了。我甚不以為然，認

為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不是歷史觀點，不是實事求是

的觀點。我當時還未知道 2001年 10月在北京已召開

過一次“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在2003年將提交大會的三十六篇論文和發言選出二

十六篇出文集中文版（另有英文版），文集的名稱為

“相遇與對話”，內容議題相當廣泛，圍繞明末清初中

西文化歷史交流的有關問題，包括歷史、文學、語

言、藝術、科學、宗教、神學、外交關係、經濟交

往、古籍版本比較等方面；但細看之下，發現在文章

標題上沒有一篇提到利瑪竇，對比於利氏在這段期間

的貢獻，就有欠公平了。會議討論形成一種富有哲理

性的認識，值得我們很好地體會和思考一下吧   　

實際上中西文化的相遇與對話，正是其文化

主體人的相遇與對話。（⋯⋯）我們在中西文化的

溝通和對話上，不僅要尋找其同一性和互補性，

也必須清楚認識其個殊性和差異性，既應有求同

存異的努力，亦需要和而不同的冷靜。我們應以

歷史學家的執着和姿態，在歷史資料的發掘和梳

理中，獲得解決歷史疑難的思路和睿智，從而使

我們的歷史學有新的收穫，並可能促進我們的歷

史有新的突破。（卓新平：《相遇與未話》前言）。

這次在廣東肇慶舉辦的“第一屆利瑪竇與中西文

化交流學術研討會”（2006年 12月 9-10月），也是

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相遇與對話”。來自北京、廣

州、山東、湖北、海南、澳門等地以及意大利的專

家學者連同肇慶本地的專家學者五十多人參加了這

個研討會。他們以“肇慶在利瑪竇文化傳播中的歷

史地位和影響”為主題，展開了為期兩天的熱烈討

論，還就肇慶如何挖掘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文化的積

澱提出一些具體建議。會議收到四十多篇論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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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是這些論文絕大多數的標題都寫上利瑪竇的名

字了。就連這次研討會的名稱也耀眼地突出了利瑪

竇的名字，這是實至名歸的。既然已有數以百計的

論文都在論證而且還會繼續論證利瑪竇在中西文化

交流中作出的貢獻，為何要隱去他的大名呢？或許

有人說，利瑪竇在華這段時間對整段明史或明未清

初來說，祇是一小段時間，當時的社會主流文化也

不是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們所從事的“東學西來”，何

況傳教士來華的目的主要是傳教，要改變國人的信

仰，而不是開拓中西文化交流活動等。這些“論

點”，在余三樂提供給大會的書面文章〈利瑪竇對中

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及其歷史地位〉中已辯駁清

楚了。司徒尚紀的〈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劃時代貢

獻〉、黃啟臣〈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和南雄〉、曾崢

〈對“中國現代數學起源於肇慶”命題的若干思考〉、

徐新〈利瑪竇和傳教士向中國傳播油畫〉、劉偉鏗

〈利瑪竇及其相關歷史事件年表〉、意大利那不勒斯

大學法蘭西斯科．馬格里奧庫勒的〈利瑪竇和他的

中國情懷〉、韋相伍〈肇慶  　 利瑪竇成名之地〉、

陳增岳〈試論利瑪竇“耶儒會通”的傳教方略〉和其

它未及全讀的論文等，已從各個方面頌揚利瑪竇在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續。對於有些商榷文章，如謝

貴安〈利瑪竇“送禮”初探〉、龔重謨〈湯顯祖在肇

慶遇見的傳教士不是利瑪竇   　 也談湯顯祖與利瑪

竇〉和一些不同看法，也展開了認真和熱烈的討論。

研討會自始至終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祇可惜

研討會會期太短，而活動項目多，用於研討的時間不

足，有的同行我還來不及進一步認識便分手了。

對於我個人來說，深感有幾點認識上的提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碰撞、“相遇與

對話”）中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的是其人其事對我國傳

統文化主流產生甚麼影響，祇要它的效果對傳統文

化主流產生促進作用便應該肯定；而不是僅看或主

要看其背景動機，那是次要問題。

二、這次以“利瑪竇在肇慶活動”為主題的學術

研討會，對挖掘、整理肇慶地方特色歷史文化資

源、加強中西文化學術交流是成功的。肇慶市社會

科學界聯合會、肇慶學院在相對短促的時間內，克

服了種種障礙和困難使會議得以如期順利舉行，其

艱巨之處非籌備人員是無法感受到的。會上提供的

論文有很大部分是肇慶學者所寫，特別是肇慶市的

年輕學者所寫。青年人從事考古文獻工作及其感觸

是獨特的也是不容易的，值得慶幸。這也旁證了我

在〈重建僊花寺，紀念瑪利竇〉一文中所述及的靠肇

慶的力量完全可以建設起“僊花寺”來的看法。參加

會議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建築師法蘭西斯科．馬

格里奧庫勒說，他設計了一個“僊花寺”藍圖，我們

希望他能拿出來甚至做成模型供大家參考和進一步

討論。這次研討會引起了意大利政府駐華機構和那

不勒斯大學的關注，利瑪竇故鄉馬切拉塔市政府通

過廣州領事館轉達了組團來肇慶訪問並與肇慶建立

友好合作關係的願望。

三、會議還特別組織一個“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利瑪竇”陳列（歷史文獻、圖片、繪畫以及場景等形

式），收到不錯的效果，不妨添加一些實物，成立

一個以利瑪竇在肇慶為主體的展覽館供遊人參觀。

其中《利瑪竇在肇慶》可廣印成書，而“陳列簡介”

右上方的利瑪竇圖像則可印成明信片發行。

四、建議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由肇慶市社會科

學界聯合會和肇慶學院為主要發起人，成立“利瑪

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究會”。現在是時候了，

應着手進行。

【原文寫於 2 0 0 3 年，因故未能按原題公開發

表；今為參加肇慶第一屆利瑪竇學術研討會（2006

年 12月），按原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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